
高管信息技术背景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吴育辉　 张　 腾　 秦利宾　 鲍珩淼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内容提要：具有信息技术背景的高管能够着眼于未来发展趋势，发掘企业数字潜力，
制定长远发展的数字化转型战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以 ２００７—２０２０ 年 Ａ 股上

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识别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简历特征，探究了高管信息技术背景

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首先，高管的信息技术背景有利于促进企业

的数字化转型。 机制检验表明，信息技术背景高管主要通过减少管理层短视、增加企业

的数字化专利产出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其次，当信息技术背景高管任期较长、权力

较大、公司所处行业竞争较为激烈、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时，高管的信息技术背景对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最后，信息技术背景高管能够通过推动企业数字

化转型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从高管个人特质的角度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先决条件和影响路径，对加快数字化人才培育、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启示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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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孕育兴起，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
２０２２ 年《政府工作报告》已连续第四年提及数字经济，强调要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加强数字中国建

设整体布局，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完善数字经济治理，释放数据要素潜力。 积极发展数字经济，推
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

重要微观主体（吴非等，２０２１） ［１］。 在数字化发展的浪潮中，企业不仅要顺应发展趋势，更要积极主

动地寻求转型、谋求变革。 只有牢牢把握数字化转型的主动权，企业才能不断保持核心竞争力，在
高速变化的形势中屹立潮头。 在此背景下，发掘数字化转型的先决条件和影响因素，探究数字化转

型的具体实施路径，对帮助企业更好地实现数字化转型、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埃森哲发布的《２０２１ 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的企业占比

由 ２０１８ 年的 ８％上升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１６％ ，但仍有大量企业处于数字化转型的探索阶段。 目前，有关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企业的风险承担意识 （ Ｋａｎｅ 等， ２０１５［２］ ； Ｄｒｅｍｅｌ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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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３］ ）、高管团队特征（陈庆江等，２０２１［４］ ；张昆贤和陈晓蓉，２０２１［５］ ；李兰等，２０２２［６］ ；毛聚等，
２０２２［７］ ）等内部因素，以及政策干预、财政支持（吴非等，２０２１） ［８］ 、行业动态和竞争环境（Ｖｅｒｈｏｅｆ
等，２０２１） ［９］等外部因素。 尽管已有学者关注到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数字化行为决策的影响，但
研究多集中于性别、年龄、学历、复合职能背景等高管的常态化特征，忽视了数字化转型区别于其

他企业决策在人才方面的独特需求，以及高管自身与之契合的特质因素。 此外，已有文献对于高

管特征影响数字化转型的机制探究不够深入，大多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高管推动数字化转型的

“黑箱”并未完全打开。
数字化转型离不开人才的支持（戚聿东和肖旭，２０２０） ［１０］，而高管人员作为引领企业发展的核

心人物，在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同于企业传统的生产经营

决策，数字化转型强调数字技术在实际业务中的应用，进而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和组织变革

（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 等，２０１４［１１］；Ｈａｎｅｌｔ 等，２０２１［１２］）。 这一复杂、长期的过程需要专业人才提供充分的知识

保障和技术经验支持。 麦肯锡曾在 ２０１８ 年开展的一项调查①中将精通数字技术的领导者列为数

字化转型成功的首要因素，但这一结论缺乏严谨的实证证据支撑。 本文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从实证角度考察高管的信息技术背景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影响和作用机制。

本文认为，具备信息技术背景的高管能够从战略创新和运营创新两个方面促进企业数字化转

型。 在战略层面，数字化转型要求企业基于数据洞察力制定超越运营边界的商业战略（Ｂｈａｒａｄｗａｊ
等，２０１３） ［１３］。 相较于没有信息技术背景的高管，具有信息技术背景的高管更能把握数字技术的前

沿知识，着眼于未来发展趋势，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制定长远发展的数字化转型战略。 在运营层面，
数字化转型强调企业需要对数字化能力予以充分的开发和运用（Ｖｅｒｈｏｅｆ 等，２０２１） ［９］。 具有信息

技术背景的高管不仅有助于企业信息系统、数字平台的建立和完善，而且能发掘企业的数据潜力，
开展数字化创新活动，促进信息技术与实体业务的深度融合，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 ２００７—２０２０ 年 Ａ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识别上市公司高管人员

的简历特征，考察了高管信息技术背景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 研究发现，高管的信息技术背景

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机制检验表明，具有信息技术背景的高管主要通过减少管理层

短视、增加企业的数字化专利产出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当具有信息技术

背景的高管在公司内任期较长、权力较大或公司所处行业竞争较为激烈、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

时，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信息技术背景的高管能够通过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以高管信息技术背景为切入点，拓展了企业

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研究。 数字化转型已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大量文献探究了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经济后果，仅有少量文献从财政支持（吴非等，２０２１） ［８］、高管团队异质性（张昆贤和陈晓

蓉，２０２１） ［５］、高管复合职能背景（毛聚等，２０２２） ［７］角度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缺乏高

管特定职能背景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本文聚焦于高管的信息技术背景，为数字化转型

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其次，本文丰富了高管个人特质的经济后果研究。 以往关于高管信

息技术背景的文献主要探究了对企业声誉 （ Ｌｉｍ，２０１３） ［１４］、信息披露 （Ｈａｉｓｌｉｐ 和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２０１８） ［１５］和内部控制质量（李瑞敬等，２０２２） ［１６］ 的影响，少有文献关注其对企业经营、战略的影响。
本文选取数字化转型这一时代特征鲜明、重要性与紧迫性兼具的战略决策，为高管个人特质影响企

业行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 最后，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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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参考。 当前多数企业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初级阶段，存在“不会转”“不敢转”等问题。 本文从

人力资本的角度探寻数字化转型的成功经验，为企业在转型关键时期选人用人提供决策依据，有助

于充分发挥人才对数字化转型的驱动作用。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１．文献综述

（１）高管个人特质。 高阶梯队理论表明，公司高管的个人特质，如认知结构和价值观等，会映

射到企业的决策制定和战略选择中（Ｈａｍｂｒｉｃｋ 和 Ｍａｓｏｎ，１９８４） ［１７］。 而高管的教育经历、职能背景

又深刻地影响着其认知结构和价值观的形成，进而对企业的行为决策产生影响。 已有研究从各个

视角探究了高管过往经历产生的经济后果。 例如，高管的海外经历能够减少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提
升投资效率（代昀昊和孔东民，２０１７） ［１８］；高管的金融背景会促进企业金融化，同时弱化金融化对经

营风险的影响（杜勇等，２０１９） ［１９］；高管的审计背景会增强公司实施真实盈余管理的倾向（蔡春等，
２０１５） ［２０］。 Ｉｓｌａｍ 和 Ｚｅｉｎ（２０２０） ［２１］研究发现，发明家高管能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创新产出和

创新效率。 卢建词和姜广省（２０２２） ［２２］ 则发现 ＣＥＯ 的绿色经历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

水平。
随着信息技术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逐渐凸显，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高管的信息技术背景

这一个人特质对企业产生的影响。 Ｂａｓｓｅｌｌｉｅｒ 等（２００３） ［２３］ 发现具有 ＩＴ 背景的 ＣＥＯ 更可能接纳信

息技术，并带动员工使用信息技术。 Ｌｉｍ（２０１３） ［１４］发现具备 ＩＴ 专长的 ＣＥＯ 有助于提高企业声誉。
由于信息技术的使用被认为是高质量信息环境的基础（Ｄｏｒａｎｔｅｓ 等，２０１３） ［２３］，更多的研究侧重于

高管的信息技术背景对企业信息环境的改善，如 Ｈａｉｓｌｉｐ 等（２０１６） ［２５］发现具有 ＩＴ 专长的 ＣＥＯ 能够

弥补企业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李瑞敬等（２０２２） ［１６］ 认为 ＣＥＯ 的信息技术背景有助于提高企业对

信息技术的重视程度和实施质量，进而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 进一步，Ｈａｉｓｌｉｐ 和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２０１８） ［１５］研究发现，具有 ＩＴ 专长的 ＣＥＯ 会借助内部信息质量的提升做出更加及时、准确的盈利

预测。 袁蓉丽等（２０２１） ［２６］则关注了董事的信息技术背景，发现具备 ＩＴ 背景的董事能够显著降低

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
（２）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是指数字技术与业务流程深度融合，进而引致商业模式创新和

组织变革（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 等，２０１４） ［１１］。 Ｖｅｒｈｏｅｆ 等（２０２１） ［９］将数字化转型划分为“数据化”“数字化”和
“数字化转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强调模拟信息到数字信息的转化，如财务系统的运用；第二阶

段强调数字技术对某一商业流程的改变；第三阶段强调商业模式的创新和价值创造过程的全局性

转变。 在转型初期，公司更关注技术应用而非战略规划；而进入成熟期后，公司则会将业务转型视

为战略目标，更多聚焦于改善决策和技术创新（Ｋａｎｅ 等，２０１５） ［２］。
从影响因素来看，企业内部特征和外部环境都会影响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内部因素包括公司

的风险承担意识和高管团队的特征。 许多文献指出，企业高管在进行数字化转型之前需要具备勇

担风险、敢于创新的强烈意愿（Ｋａｎｅ 等，２０１５［２］；Ｄｒｅｍｅｌ 等，２０１７［３］ ），这样可以确保企业能在小范

围内试验、运用数字技术并推行至企业整体，在不断的更新、迭代中加强学习（Ｄｒｅｍｅｌ 等，２０１７） ［３］。
此外，高管团队的性别、年龄、教育背景、生活环境等，也会影响数字化战略的实施及效果（陈庆江

等，２０２１［４］；张昆贤和陈晓蓉，２０２１［５］；李兰等，２０２２［６］；毛聚等，２０２２［７］ ）。 从外部因素来看，各类数

字技术的涌现和应用增强了数据可用性，为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基础（Ｈａｎｅｌｔ 等，２０２１） ［１２］。 Ｖｅｒｈｏｅｆ
等（２０２１） ［９］发现行业竞争的加剧能够倒逼企业主动进行数字化转型。 吴非等（２０２１） ［８］ 则从政府

支持的角度考察了财政科技支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财政科技支出能够为企业提供充

足的资金保障，从而促进数字化转型。 此外，法律和制度建设、监管和政策干预、数字化的消费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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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等也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从转型机制来看，Ｈａｎｅｌｔ 等（２０２１） ［１２］在梳理了 ２７９ 篇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出数字化转型主要通

过创新（ｉｎｎｏｖａｔｅ）和协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两大机制实现。 创新机制包括战略层面和运营层面的双重创

新。 战略层面要求企业基于数据洞察力，在业务和技术方面制定超越组织边界的数字化商业战略

（Ｂｈａｒａｄｗａｊ 等，２０１３） ［１３］，同时需要高级管理人员建立数字化思维体系，以吸引新员工的加入（Ｋａｎｅ
等，２０１５） ［２］。 运营层面要求企业加强数字能力的开发和运用，包括在线信息搜集能力、大数据分

析能力和数字平台能力（Ｖｅｒｈｏｅｆ 等，２０２１［９］；Ｋａｒｉｍｉ 和 Ｗａｌｔｅｒ，２０１５［２７］ ）。 借助以上能力，公司可以

更好地开发新产品、新流程或新的商业模式，实现数字化创新的目标（Ｈｉｎｉｎｇｓ 等，２０１８） ［２８］。 协同

机制则强调数字技术革新与现有业务的深度融合，需要先制定好内部协调、优先级划分和转型实施

的整体战略（Ｍａｔｔ 等，２０１５） ［２９］，在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培养动态能力和组织学习能力（Ｋａｒｉｍｉ 和
Ｗａｌｔｅｒ，２０１５） ［２７］，同时借助企业架构的调整来提升技术灵活性。 最后，高级管理人员需要实现业

务和数字化的协调统一，如推动跨部门的合作等。
综合上述文献可以看出，有关信息技术背景高管的研究多从信息系统的引入展开分析，最终落

脚于信息环境的改善，忽视了对数字化转型这一技术特征鲜明的企业行为决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而有关高管特质与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则大多集中于性别、年龄、学历、复合职能背景等高管的常态

化特征（陈庆江等，２０２１［４］；张昆贤和陈晓蓉，２０２１［５］；毛聚等，２０２２［７］ ），忽视了数字化转型区别于

其他企业决策在人才方面的独特需求。 尽管张昆贤和陈晓蓉（２０２１） ［５］ 发现具有数字技术教育背

景的高管更能推动企业从事与数字化相关的技术收购，但其并未全面探讨信息技术背景高管对其

他类型数字化转型决策的影响，且对具体影响机制关注不足。 因此有必要从实证角度全面探究高

管的信息技术背景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作用及其内在机理。
２．研究假设

相比于不具备信息技术背景的高管，具备信息技术知识或经验的管理人员更可能支持数字技

术的运用（Ｂａｓｓｅｌｌｉｅｒ 等，２００３） ［２３］。 在快速发展的数字时代，信息技术背景高管能够敏捷地捕捉到

发展机遇和前沿动向（张昆贤和陈晓蓉，２０２１） ［５］，积极主动地寻求转型、谋求变革。 同时，信息技

术背景高管丰富了高管团队的多样性，能够将储备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转化为决策支持，增强企业在

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创造力，提高决策质量（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和 Ｋｌｅｉｎ，２００７） ［３０］。
具体而言，信息技术背景高管主要从战略创新和运营创新两个层面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在战略创新层面，具有信息技术背景的高管能够缓解管理层短视行为，制定长远发展的数字化转

型战略。 首先，数字化转型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商业模式和价值创造过程的全局性转变，这需要企

业长时间的投入（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 等，２０１４） ［１１］ 。 如果管理层因急于求成而制定短期导向的转型战略，
将会使得数字化转型浮于表面，无法实现数字技术和业务模式的深度融合。 信息技术背景高管

具备“技术背景”和“管理职能”的双重特性，对技术应用和业务运营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知，这
使其能够合理预期数字化转型战略所需时间，结合实际情况做出长远的战略规划和布局。 其次，
数字化转型具备较高的不确定性（吴非等，２０２１） ［１］ ，信息技术背景高管能够避免以短期业绩指

标对转型战略进行片面评价。 数字化转型往往与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呈现非线性关系（刘淑春

等，２０２１） ［３１］ 。 随着投入增加，企业先要经历一段长时间的效率波动下降（称为“阵痛期”），才会

迎来效率提升。 如果仅关注数字化转型的短期影响，可能会使企业陷入“阵痛期”无法走出，从而

导致转型战略停滞不前甚至被迫终止。 信息技术背景高管在评估转型战略效果时能够客观看待

短期业绩损害带来的压力，注重总体性转型的效果，这有助于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坚定推行，实现

效率最大化的目标。
运营创新层面，具有信息技术背景的高管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创新，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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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要素已成为数字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企业在日常经营的采购、生产、销售环节中沉淀了大量的

数据信息（吴非等，２０２１） ［８］。 信息技术背景高管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充分开展数字化创新活动，开
发利用企业蕴藏的数据资源。 一方面，信息技术背景高管能够增加企业对数字化创新活动的重视

程度和资源分配。 通过参与企业经营决策，信息技术背景高管会将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上传至整

个管理层、下达至整体员工。 管理层对转型重要性的感知将会影响企业创新资源的重新分配，体现

为动用更多的资金投入于数字化创新，保证数字化创新投入的持续和稳定；同时，员工从事数字化

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也会有所提升（Ｋａｎｅ 等，２０１５［２］；Ｂａｓｓｅｌｌｉｅｒ 等，２００３［２３］）。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背

景高管能够实现创新资源的有效利用，提升创新活动成功的可能性。 信息技术背景高管具备丰富

的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能够将前沿技术与企业实际情况相结合，以转型需求为导向，引导开展满

足企业实际需要的数字化创新活动。 在具体实践中，信息技术背景高管能够发挥“专家效应”，凭
借行业专长解决疑难问题，为数字化创新活动提供指导和帮助，从而降低项目失败的风险，实现创

新活动到科技成果的成功转化。 数字化创新的广泛应用能够降低边际成本，加快产品的更新迭代；
同时有助于拓宽销售渠道、及时获取外部商业信息，探索新的商业模式；这将为业务流程变革和企

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Ａｕｇｕｓｔｓｓｏｎ 等，２０１９［３２］；刘洋等，２０２０［３３］）。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核心研究假设：
Ｈ１：具有信息技术背景的高管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三、 研究设计

１．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７—２０２０ 年沪深 Ａ 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并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１）剔除

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样本；（２）剔除 ＳＴ 公司样本；（３）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４）为避免极端值

的影响，对所有公司层面的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１％ 的缩尾处理。 最终，本文得到了 ２７２６５ 个公

司 －年度观测值。 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来自巨潮资讯网，其他财务数据来自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
２．回归模型与变量定义

为检验研究假设，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 ＝ α０ ＋ α１ ＩＴｉ，ｔ －１ ＋ ∑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１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Ｅ ＋ Ｙｅａｒ ＦＥ ＋ Ｃｉｔｙ ＦＥ ＋ εｉ，ｔ （１）

　 　 其中，核心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数字化转型 （ Ｄｉｇｉｔａｌ）。 借鉴吴非等 （ ２０２１ ） ［１］、 袁淳等

（２０２１） ［３４］，本文采用数字化特征词在年报中出现的频数来度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 首先，归
集整理沪深 Ａ 股所有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其次，结合重要政策文件和相关文献（吴非等，２０２１［１］；
赵宸宇等，２０２１［３５］），设定数字化转型特征词（如表 １ 所示）；再次，运用 Ｐｙｔｈｏｎ 技术提取、统计年报

中出现的特征词次数，并剔除非本公司的数字化转型词汇出现次数，包括股东名称、高管简历、子公

司名称以及客户和供应商名称中出现的相关特征词；最后，对数字化转型特征词出现的次数进行对

数化处理，得到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整体指标

表 １ 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征词

维度 特征词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商业智能、图像理解、投资决策辅助系统、智能数据分析、智能机器人、机器学习、深
度学习、语义搜索、生物识别技术、人脸识别、语音识别、身份验证、自动驾驶、自然语言处理

大数据 大数据、数据挖掘、文本挖掘、数据可视化、异构数据、征信、增强现实、混合现实、虚拟现实

云计算
云计算、流计算、图计算、内存计算、多方安全计算、类脑计算、绿色计算、认知计算、融合架构、
亿级并发、ＥＢ 级存储、物联网、信息物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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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维度 特征词

区块链 区块链、数字货币、分布式计算、差分隐私技术、智能金融合约

数字技术运用

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移动互联、互联网医疗、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第三方支付、ＮＦＣ 支

付、智能能源、Ｂ２Ｂ、Ｂ２Ｃ、Ｃ２Ｂ、Ｃ２Ｃ、Ｏ２Ｏ、网联、智能穿戴、智慧农业、智能交通、智能医疗、智能

客服、智能家居、智能投顾、智能文旅、智能环保、智能电网、智能营销、数字营销、无人零售、互
联网金融、数字金融、Ｆｉｎｔｅｃｈ、金融科技、量化金融、开放银行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解释变量为高管信息技术背景（ ＩＴ）。 借鉴袁蓉丽等（２０２１） ［２６］、李瑞敬等（２０２２） ［１６］，本文以

上市公司当年具有信息技术背景的高管占高管团队总人数的比例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高管团队

仅包括除董事会、监事会以外的高级管理人员。 通过手工整理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高管简历，本文

从高管的教育背景和任职经历两方面来识别高管的信息技术背景。 教育背景主要指高管是否取得

了计算机类、信息科学类、互联网、大数据等相关专业的学位或进行过相关知识的学习。 任职经历

主要指高管是否曾经从事过信息技术、系统开发、互联网、云计算等工作，或在信息化事业部 ／网络

服务部 ／应用软件部等部门、计算机协会或机构有过任职经历。 如果高管具备上述教育背景或任职

经历，称为信息技术背景高管。
本文在模型（１）中控制了一系列可能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特征变量。 Ｓｉｚｅ 表示公司规模，

为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公司规模越大，可利用资源越多，越有能力支持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
Ｌｅｖ 为资产负债率，财务杠杆越高，偿债压力越大，企业从事数字化转型这类高风险、高不确定性投

资活动的动机越弱（童盼和陆正飞，２００５） ［３６］；ＲＯＡ 为总资产收益率；ＣＦ 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占总资产的比重，公司盈利能力越好、现金流越充裕，越能够为数字化转型活动提供充足的

资金支持；Ｇｒｏｗｔｈ 为营业收入的年增长率，公司成长性越好，越有动机开展数字化转型，以维持良好

的发展态势；Ｔｏｐ１ 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高，大股东既可能努力改善经营，也可能侵

占公司资源，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方向尚不明确；Ｔａｎｇｉｂｉｌｉｔｙ 为固定资产净值占总资产的比重，
固定资产占比高的公司更可能偏向重资产运营，数字技术与业务场景的融合存在较大困难；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为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比，独董占比越高，公司治理结构越完善，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可

能施加积极影响（王诗卉和谢绚丽，２０２１） ［３７］；ＳＯＥ 表示是否为国有企业，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对

数字化转型的看法可能不一，开展数字化转型的能力也存在差异；Ａｇｅ 表示公司上市年限，处在不

同发展阶段的公司对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和紧迫感并不相同；Ｄｕａｌ 表示公司 ＣＥＯ 与董事长是否由同

一人担任，如果存在两职合一，则高管团队的权力不平等程度较高，有助于提升决策效率，加快转型

战略的制定和落实（卫旭华等，２０１５） ［３８］。 考虑到高管其他特征可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
本文还控制了一系列高管层面的变量。 Ｍｎｇｓｉｚｅ 为高管团队规模，规模越大，高管整体的知识储备

越丰富，决策视角越多样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这类新兴战略的重视程度越高；Ｍｎｇａｇｅ 表示高管成

员的平均年龄，年轻化的高管团队通常具备较强的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更愿意承担风险、推动数

字化转型（张昆贤和陈晓蓉，２０２１） ［５］；Ｍｎｇｔｅｎｕｒｅ 为高管成员的平均任期，高管任期越久，对公司的

业务运营了解越深入，越有把握开展数字化转型；Ｍｎｇｓａｌａｒｙ 表示高管团队的平均薪酬，薪酬水平越

高，高管受到的激励作用越强，越有动力推动数字化转型。 此外，为避免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本文

所有回归模型中控制了行业、年度、城市层面的固定效应。
具体变量定义如表 ２ 所示。 为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回归结果均采用公司层面聚类调整后的

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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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变量定义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 数字化特征词在上市公司年报中出现的次数加 １ 取自然对数

解释变量
高管的信息

技术背景
ＩＴ

上市公司当年具有信息技术背景的高管占高管团队总人数的

比例

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 Ｓｉｚｅ 公司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财务杠杆 Ｌｅｖ 公司年末总负债 ／ 总资产

盈利能力 ＲＯＡ 公司年末净利润 ／ 总资产

成长性 Ｇｒｏｗｔｈ （本年营业收入 － 上年营业收入） ／ 上年营业收入

经营性现金流 ＣＦ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总资产

股权集中度 Ｔｏｐ１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以百分数形式列示

固定资产占比 Ｔａｎｇｉｂｉｌｉｔｙ 公司年末固定资产净值 ／ 总资产

独立董事占比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公司当年独立董事人数 ／ 董事会总人数

产权性质 ＳＯＥ 实际控制人为国有性质取 １，否则取 ０

公司年龄 Ａｇｅ 公司当年减上市年份加 １ 取自然对数

两职合一 Ｄｕａｌ 董事长和总经理由同一人担任取 １，否则取 ０

高管团队规模 Ｍｎｇｓｉｚｅ 公司当年高管总人数加 １ 取自然对数

高管平均年龄 Ｍｎｇａｇｅ 公司当年高管成员的平均年龄取自然对数

高管平均任期 Ｍｎｇｔｅｎｕｒｅ 公司当年高管成员的平均任期

高管平均薪酬 Ｍｎｇｓａｌａｒｙ 公司当年高管成员的平均薪酬取自然对数

四、 实证结果分析

１．描述性统计

表 ３ 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在样本期内，约有 ２０％ 的上市公司聘请了具有信息

技术背景的高管，而平均来看，具有信息技术背景的高管人数仅占高管团队总人数的 ５ ４％ ，表
明信息技术背景的高管占比相对较低。 数字化转型指标 Ｄｉｇｉｔａｌ 的标准差为 １ ３４３，表明不同企

业的数字化水平差异较大。 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均与已有文献（吴非等，２０２１） ［１］ 基本

一致。
表 ３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下四分位数 中位数 上四分位数 极大值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２７２６５ １ １４６ １ ３４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６９３ ２ ０７９ ４ ８９０

ＩＴ ２７２６５ ０ ０５４ ０ １４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８００

Ｓｉｚｅ ２７２６５ ２２ ０８３ １ ２６５ １９ ７２３ ２１ １６７ ２１ ９０９ ２２ ８０８ ２５ ９７１

Ｌｅｖ ２７２６５ ０ ４３６ ０ ２０４ ０ ０５０ ０ ２７３ ０ ４３３ ０ ５９２ ０ ８６８

ＲＯＡ ２７２６５ ０ ０４０ ０ ０５２ － ０ １６６ ０ ０１４ ０ ０３６ ０ ０６５ ０ １９３

Ｇｒｏｗｔｈ ２７２６５ ０ １９５ ０ ４５０ － ０ ５４４ － ０ ０１２ ０ １１８ ０ ２８５ ３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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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下四分位数 中位数 上四分位数 极大值

ＣＦ ２７２６５ ０ ０４６ ０ ０７２ － ０ １７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４５ ０ ０８７ ０ ２４６

Ｔｏｐ１ ２７２６５ ３５ ０２９ １４ ８９１ ９ ０５０ ２３ ２２０ ３３ １１０ ４５ １７０ ７４ ８２０

Ｔａｎｇｉｂｉｌｉｔｙ ２７２６５ ０ ２２４ ０ １６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９３ ０ １９０ ０ ３２０ ０ ７１１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２７２６５ ０ ３７３ ０ ０５２ ０ ３３３ ０ ３３３ ０ ３３３ ０ ４２９ ０ ５７１

ＳＯＥ ２７２６５ ０ ４１０ ０ ４９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Ａｇｅ ２７２６５ ２ ２２５ ０ ７０７ ０ ４８０ １ ７０２ ２ ３３７ ２ ８２５ ３ ２８７

Ｄｕａｌ ２７２６５ ０ ２４９ ０ ４３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Ｍｎｇｓｉｚｅ ２７２６５ ２ ０３２ ０ ３０７ １ ３８６ １ ７９２ ２ ０７９ ２ １９７ ２ ８３３

Ｍｎｇａｇｅ ２７２６５ ３ ８４４ ０ ０８０ ３ ６２９ ３ ７９２ ３ ８５０ ３ ９０２ ４ ０１０

Ｍｎｇｔｅｎｕｒｅ ２７２６５ ４ ２５７ １ ９２６ ０ ９０６ ２ ８４２ ３ ９２９ ５ ３５０ １０ ２２６

Ｍｎｇｓａｌａｒｙ ２７２６５ １２ ９３９ ０ ７０８ １１ １１２ １２ ４９６ １２ ９５１ １３ ３８５ １４ ７９９

２．基准回归

表 ４ 列示了模型（１）的基准回归结果。 第（１） ～ （３）列分别表示在不加入控制变量、依次加入

公司特征和全部控制变量后，高管的信息技术背景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结果。 第（３）列中高

管的信息技术背景变量（ ＩＴ）估计系数为 １ ４０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具有信息技术背景

的高管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就经济显著性而言，以第（３）列为例，信息技术背景高管

占高管团队的比例每增加一个标准差（０ １４０），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将增加样本中公司数字化

转型水平均值的 １７ １５％ （０ １４０ × １ ４０４ ／ １ １４６）。
表 ４ 信息技术背景高管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Ｔ
１ ５６９∗∗∗

（１１ １４）
１ ４５０∗∗∗

（１０ ６３）
１ ４０４∗∗∗

（１０ ４７）

ＩＴ＿Ｊｏｂ
１ ４０８∗∗∗

（１０ ７７）
１ ３４４∗∗∗

（９ ５３）

ＩＴ＿Ｄｅｇｒｅｅ
１ ３５５∗∗∗

（５ ９３）
０ ４０２∗

（１ ７０）

Ｓｉｚｅ
０ １３７∗∗∗

（１０ ９４）
０ １２４∗∗∗

（８ ７４）
０ １２５∗∗∗

（８ ７８）
０ １２３∗∗∗

（８ ６０）
０ １２４∗∗∗

（８ ７７）

Ｌｅｖ
－ ０ １０２

（ － １ ３１）
－ ０ １０４

（ － １ ３５）
－ ０ １０７

（ － １ ３８）
－ ０ １００

（ － １ ２８）
－ ０ １０６

（ － １ ３７）

ＲＯＡ
－ ０ ０００

（ － ０ ００）
－ ０ ０２７

（ － ０ １３）
－ ０ ０４３

（ － ０ ２１）
－ ０ ０１９

（ － ０ ０９）
－ ０ ０４３

（ － ０ ２１）

Ｇｒｏｗｔｈ
０ ０５３∗∗∗

（３ ４７）
０ ０５２∗∗∗

（３ ４１）
０ ０４９∗∗∗

（３ ２６）
０ ０５４∗∗∗

（３ ５９）
０ ０５０∗∗∗

（３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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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Ｆ
０ ０３３
（０ ２９）

０ ０２７
（０ ２４）

０ ０２１
（０ １８）

０ ０１８
（０ １５）

０ ０１８
（０ １６）

Ｔｏｐ１
－ ０ ００１

（ － ０ ６８）
－ ０ ０００

（ － ０ ２１）
－ ０ ０００

（ － ０ １８）
－ ０ ０００

（ － ０ ４７）
－ ０ ０００

（ － ０ １５）

Ｔａｎｇｉｂｉｌｉｔｙ
－ ０ ９０４∗∗∗

（ － １０ ２５）
－ ０ ８９７∗∗∗

（ － １０ １８）
－ ０ ８９８∗∗∗

（ － １０ １８）
－ ０ ９９０∗∗∗

（ － １１ １２）
－ ０ ８９８∗∗∗

（ － １０ １９）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０ ２６６
（１ ２５）

０ ３１８
（１ ５０）

０ ３２８
（１ ５５）

０ ３１３
（１ ４３）

０ ３１３
（１ ４７）

ＳＯＥ
－ ０ １６１∗∗∗

（ － ４ ９８）
－ ０ １４２∗∗∗

（ － ４ ２８）
－ ０ １４８∗∗∗

（ － ４ ４８）
－ ０ １２６∗∗∗

（ － ３ ６９）
－ ０ １４５∗∗∗

（ － ４ ４０）

Ａｇｅ
０ ００２
（０ １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

－ ０ ００６
（ － ０ ２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７）

Ｄｕａｌ
０ ０６９∗∗

（２ ５５）
０ ０６８∗∗

（２ ５４）
０ ０６９∗∗

（２ ５６）
０ ０７６∗∗∗

（２ ８０）
０ ０６９∗∗

（２ ５５）

Ｍｎｇｓｉｚｅ
０ １５１∗∗∗

（３ ９７）
０ １５５∗∗∗

（４ ０７）
０ １６８∗∗∗

（４ ３３）
０ １５３∗∗∗

（４ ０２）

Ｍｎｇａｇｅ
－ ０ ７７１∗∗∗

（ － ４ ３８）
－ ０ ８０４∗∗∗

（ － ４ ６０）
－ ０ ８９５∗∗∗

（ － ４ ９７）
－ ０ ８００∗∗∗

（ － ４ ５７）

Ｍｎｇｔｅｎｕｒｅ
０ ０１５∗∗

（２ １６）
０ ０１６∗∗

（２ ２２）
０ ０１９∗∗

（２ ５４）
０ ０１６∗∗

（２ １８）

Ｍｎｇｓａｌａｒｙ
０ ０２４
（１ １７）

０ ０２３
（１ １５）

０ ０３１
（１ ５３）

０ ０２３
（１ １５）

常数项
１ ０６１∗∗∗

（７７ ２１）
－ １ ７５３∗∗∗

（ － ６ ７６）
０ ７８５
（１ １５）

０ ８９１
（１ ３１）

１ ２４０∗

（１ ７８）
０ ８８８
（１ ３１）

行业 ／ 年度 ／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７２６５ ２７２６５ ２７２６５ ２７２６５ ２７２６５ ２７２６５

调整 Ｒ２ ０ ５１４ ０ ５３２ ０ ５３４ ０ ５３５ ０ ５２４ ０ ５３５

　 　 注：∗、∗∗、∗∗∗∗分别表示 １０％ 、５％ 、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ｔ 值，下同

进一步，本文将高管的信息技术背景细分为教育背景和任职经历进行回归，探究信息技术背景

的不同类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回归结果如第（４）和（５）列所示。 可以看出，表示任职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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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Ｔ＿Ｊｏｂ）和教育背景（ ＩＴ＿Ｄｅｇｒｅｅ）的变量估计系数均在 １％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无论高管具备与

信息技术相关的教育背景或是任职经历，均有助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而把二者同时加入模型当

中进行回归，结果如第（６）列所示，表明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若高管具备信息技术相关的从业经

历，实践经验会更为丰富，引领转型的效果更佳。 综上，本文假设 Ｈ１ 得到验证。
３．内生性检验

上述研究结论可能受到多种内生性问题的影响。 例如，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同时影响高管

的信息技术背景和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又或是数字化转型水平较高的公司更可能聘请具有信

息技术背景的高管等。 为了减轻内生性问题的影响，本文使用以下方法对回归结果重新进行

检验：
（１）控制公司层面的固定效应。 本文的结果可能是由公司间的个体差异导致的，为排除这一

干扰，本文控制公司层面的固定效应后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５ 第（１）列所示。 可以看出，ＩＴ 的

系数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主检验保持一致。
表 ５ 内生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Ｔ
０ ３３４∗∗

（２ １９）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０ ６１０∗∗∗

（８ １９）
－ ０ ２４４∗∗

（ － ２ ０４）

ＩＴ＿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４ ６９９∗∗∗

（２ ８４）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 ０ ００６∗∗∗

（ － ４ ０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否 否

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是

事件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否 否

观测值 ２７２６５ ６６８３ ２４２８ ２７２６５ ２７２６５

调整 Ｒ２ ０ ７６２ ０ ７１８ ０ ８０７ ０ ３９８ ０ ４６２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 １６ ５３７

　 　 （２）采用 ＰＳＭ⁃ＤＩＤ 研究设计。 本文的结果还可能是由反向因果导致的，即数字化水平较高

的公司更可能聘用具有信息技术背景的高管。 为排除这一内生性问题的干扰，本文以高管变更

作为冲击，采用 ＰＳＭ 方法匹配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分析。 具体而言，首先，构建实验组和对照

组。 高管更替包括信息技术背景高管首次进入高管团队和完全退出高管团队两种情况。 对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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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进入，本文将在某一年份（ ｔ 期）以前至样本期初不存在信息技术背景高管、ｔ 期以后至样本期

末持续存在信息技术背景高管的公司作为实验组，将在样本期间始终不存在信息技术背景高管

的公司作为对照组。 对于高管退出，本文将在某一年份（ ｔ 期）以前至样本期初持续存在信息技

术背景高管、ｔ 期以后至样本期末不再拥有信息技术背景高管的公司作为实验组，将在样本期间

内始终存在信息技术背景高管的公司作为对照组。 其次，考虑到实验组和对照组可能存在的差

异，采用倾向得分法进行 １ ∶ １ 近邻匹配。 选择信息技术背景高管进入或退出的年份（ ｔ 期）以前至

样本期初所有年度与实验组公司特征差异最小的公司作为对照组，保证同一家实验组公司在不

同年份对应同一家对照组公司。 匹配变量主要包括公司规模（Ｓｉｚｅ）、财务杠杆（ Ｌｅｖ） 、盈利能力

（ＲＯＡ）、股权集中度（Ｔｏｐ１）、固定资产占比（Ｔａｎｇｉｂｉｌｉｔｙ）、独立董事占比（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公司年龄

（Ａｇｅ）、高管团队规模（Ｍｎｇｓｉｚｅ）。 最后，构建模型（２），并将匹配好的样本按照模型（２）进行回

归，检验信息技术背景高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由于模型（２）中控制了公司层面、年度层

面、高管变更事件层面的固定效应，如果再引入 Ｔｒｅａｔ 变量与 Ｐｏｓｔ 变量，会存在多重共线性导致系

数无法估计。 因此，本文仅引入 Ｔｒｅａｔ 与 Ｐｏｓｔ 的交互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分析。 其中，交互

项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在信息技术背景高管发生变更的以后年度取 １，否则为 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为控制变量，与
模型（１）保持一致。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 ＝ α０ ＋ α１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 ∑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１ ＋ Ｆｉｒｍ ＦＥ ＋ Ｙｅａｒ ＦＥ ＋ Ｅｖｅｎｔ ＦＥ ＋ εｉ，ｔ 　 （２）

　 　 按照上述方法，本文最终筛选出 ３８７ 家高管进入的实验组公司，１２９ 家高管退出的实验组公

司。 表 ５ 第（２）和（３）列展示了采用配对样本按照模型（２）回归的结果。 第（２）列为信息技术背景

高管进入的配对样本结果，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的系数为 ０ ６１０，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相较于一直

未拥有信息技术背景高管的企业而言，实验组公司在引入信息技术背景的高管之后，更加有助于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推进。 第（３）列为信息技术背景高管退出的配对样本结果，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的系数为

－ ０ ２４４，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相较于一直拥有信息技术背景高管的企业而言，实验组公

司在信息技术背景高管退出高管团队后，有损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的推进。 以上结果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反向因果问题，充分表明信息技术背景高管在企业的数字化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论。

（３）采用工具变量进行估计。 高校扮演着向企业输送优质人才的重要角色，在工具变量的选

取上，本文以 ２００２—２０１７ 年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四轮学科评估为依据，选取 “０８１２ 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和“０８３５ 软件工程”两个与信息技术最为相关的一级学科，获取评估高校名单及地理

位置信息，计算所有高校与上市公司间的最小距离，作为高管信息技术背景变量的工具变量。 两阶

段回归结果分别如表 ５ 第（４）和（５）列所示，第（４）列中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的回归系数为 － ０ ００６，在 １％水平

上显著为负，表明上市公司与信息技术优势学科的高校距离越近，公司信息技术背景高管的比例越

高。 第（５）列中高管的信息技术背景变量（ ＩＴ＿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的回归系数为 ４ ６９９，在 １％ 的水平上显

著为正，与主检验结果保持一致。 弱工具变量检验中，Ｆ 统计量的值为 １６ ５３７，大于 １０，表明本文

所选的工具变量并非弱工具变量。
４．稳健性检验

（１）排除特定行业与地区的影响。 本文的结果也可能是由某些行业因素或地区因素导致的。
电子信息行业对数字技术的应用程度更高，可能导致这类行业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高于其他行

业。 为减少行业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根据 ２０１２ 年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将信息技术

行业样本（“Ｃ３９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 Ｉ －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剔除后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６ 第（１）列所示。 此外，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可能集中

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本文将所在地区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企业样本剔除后重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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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６ 第（２）列所示。 可以看出，无论是剔除特定行业或是特定地区样本，ＩＴ 的系

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与主检验保持一致。
表 ６ 稳健性检验：剔除特定行业地区、更换主要变量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ａｔ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Ｔ
１ ９０２∗∗∗

（９ ３２）
１ ６５１∗∗∗

（９ ０２）
０ ７２６∗∗∗

（７ ８４）
１ １１２∗∗∗

（９ ２１）

ＩＴ＿ｄｕｍ
０ ３８５∗∗∗

（９ ８４）

ＩＴ２
２ ３０６∗∗∗

（１１ １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 ／ 年度 ／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３２５０ ２００５７ ２７２５５ ２７２６５ ２７２６５ ２７２６５

调整 Ｒ２ ０ ４０１ ０ ５０５ ０ ４４７ ０ ４８３ ０ ５３０ ０ ５３７

　 　 （２）更换变量测度方式。 首先，更换模型因变量。 将数字化转型指标替换为数字化特征词占

年报总词数的比例并乘以 １０００（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ａｔｅ）。 回归结果如表 ６ 第（３）列所示，ＩＴ 的系数为 ０ ７２６，
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此外，将文本分析范围缩小至年报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重新构建

数字化转型指标 Ｄｉｇｉｔａｌ２ 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６ 第（４）列所示，ＩＴ 系数仍然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其次，更换模型自变量。 将自变量替换为上市公司当年是否拥有信息技术背景高管的指示变量，若
有则取 １，否则为 ０。 回归结果如表 ６ 第（５）列所示，ＩＴ＿ｄｕｍ 的系数为 ０ ３８５，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

正，表明当企业拥有信息技术背景高管时，数字化转型水平更高，与主检验保持一致。 此外，本文将

高管范围扩展至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识别其中具备信息技术背景的成员，
重新构造自变量 ＩＴ２ 进行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 ６ 第（６）列所示，ＩＴ２ 的系数为 ２ ３０６，在 １％水平上

显著为正，表明将高管范围扩展至上市公司的董监高成员后，结果仍然稳健。

五、 拓展性分析

１．机制检验

（１）管理层短视。 战略层面，信息技术背景高管能够以数字化转型为目标，从长远发展的角度

为企业做出规划和布局。 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的活动，许多企业在转型过程中面

临着转型成本高、转型“阵痛期”长、转型效果差等问题（刘淑春等，２０２１） ［３１］。 而在企业日常经营

活动中，短视主义的存在导致管理者更加注重短期业绩表现（胡楠等，２０２１） ［３９］，这将对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推进产生不利影响。 具有信息技术背景的高管能够基于自身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对转型可

能面临的困难做出客观评估和事前预期，对数字化转型进程的动态波动有更加清晰的把握和认知，
从而坚定不移地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帮助企业平稳度过“阵痛期”。 因此，本文认为信息技术背

景高管能够在战略制定和战略执行中减少管理层的短视行为，从更加长远的角度为数字化转型做

好规划和准备。 结合上述分析，本文借鉴胡楠等（２０２１） ［３９］的做法，采用“短期视域”词汇的总词频

占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总词频的比例对管理层短视行为进行度量，探究高管的信息技术背景是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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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缓解管理层短视行为对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
表 ７ 第（１）列展示了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的第一步回归结果。 与前文基准结果一致，高管的

信息技术背景变量（ ＩＴ）的估计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第（２）列展示了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

的第二步，即高管信息技术背景与管理层短视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高管的信息技术背景变量

（ ＩＴ）的估计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信息技术背景高管能够显著降低管理层的短视程度。
第（３）列展示了同时加入自变量（高管信息技术背景）与中介变量（管理层短视）的回归结果。 可

以看出，高管信息技术背景变量（ ＩＴ）的系数与第（１）列相比有所下降。 同时，Ｓｏｂｅｌ 检验显示中介

效应在 １％水平上显著。 上述结果表明，具有信息技术背景的高管能够把握未来发展趋势，缓解管

理者急于求成的心理，制定更长远的发展规划，约束管理层的短视行为，从而推动企业稳步实现数

字化转型。
表 ７ 机制检验：管理层短视

变量
（１） （２） （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ｙｏｐｉ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Ｔ
１ ３８９∗∗∗

（１０ ３２）
－ ０ ０２２∗∗∗

（ － ４ ０６）
１ ３７０∗∗∗

（１０ ２３）

Ｍｙｏｐｉａ
－ ０ ８６７∗∗∗

（ － ８ ３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 ／ 年度 ／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６７２７ ２６７２７ ２６７２７

调整 Ｒ２ ０ ５３３ ０ １６６ ０ ５３５

Ｓｏｂｅｌ 检验 Ｚ ＝ ４ ６９６∗∗∗

　 　 （２）数字化创新。 在运营层面，信息技术背景高管能够展现自身专长，促进企业数字化创新，
这有助于企业挖掘数据潜力，探索数字技术与实际业务深度融合的商业模式，从而推动数字化转

型。 首先，信息技术背景高管可以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创新性地搭建数字平台、数据库、业务系统，以
符合企业特定需求，甚至推广应用至特定业务、特定行业。 在数字化转型战略中，数字平台已逐渐

成为最关键的战略要素（Ｖｅｒｈｏｅｆ 等，２０２１） ［９］。 数字平台的搭建将成为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方便

企业进行业务数据的储存、积累，实现不同种类数据的互联互通，从而帮助企业更加充分地挖掘数

据资产价值，合理使用数据要素，实现数字化转型。 其次，企业可以借助数字化创新实现数字技术

与业务流程的深度融合，推动商业模式变革。 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通过模拟测试等手段加快

已有产品的更新迭代，降低边际成本（刘洋等，２０２０） ［３３］。 同时，数字化创新的开发使用，诸如 Ａｐｐ
或线上小程序等，有助于企业拓宽销售渠道、及时了解外部商业形势，探寻数字技术应用下的全新

业务模式，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最终目标。 信息技术背景高管能够通过增加企业对数字化创新活动

的资源分配、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提高各类数字化创新活动成功的可能性，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借助上市公司获取数字专利授权的数据，采用逐步回归法考察数字化创新创新

在信息技术背景高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具体而言，本文从 ＣＮＲＤＳ 数据库

中获取上市公司当年获得独立授权的数字经济专利总数（缺失值以 ０ 代替），将其进行对数化处

理，得到度量数字化创新的指标 Ｐａｔ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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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列示了逐步回归法的结果。 第（１）列与前文基准结果一致。 第（２）列结果显示，高管的信

息技术背景变量（ ＩＴ）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高管的信息技术背景能够促进企业的数字化创

新。 第（３）列中，数字化创新的回归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而 ＩＴ 的系数取值相较第（１）列出

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此外，Ｓｏｂｅｌ 检验显示，Ｚ 统计量为 ７ ２７７，在 １％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化创

新在信息技术背景高管推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上述结果表明，信息技术背

景高管通过促进数字化创新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
表 ８ 机制检验：数字化创新

变量
（１） （２） （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ｔｅｎ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Ｔ
１ ４０４∗∗∗

（１０ ４７）
０ ３７５∗∗∗

（２ ５９）
１ ３６２∗∗∗

（１０ ３５）

Ｐａｔｅｎｔ
０ １１３∗∗∗

（７ ５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 ／ 年度 ／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７２６５ ２７２６５ ２７２６５

调整 Ｒ２ ０ ５３４ ０ ３８０ ０ ５３９

Ｓｏｂｅｌ 检验 Ｚ ＝ ７ ２７７∗∗∗

２．异质性分析

（１）高管权力。 首先，本文考察了高管权力对信息技术背景高管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关系

的调节作用。 当信息技术背景高管拥有的权力更大时，能够对公司的战略制定与执行施加更重要

的影响。 一方面，权力较大的信息技术背景高管在公司战略决策制定时更有话语权（张栋等，
２０２１） ［４０］，自身意志和专长优势能够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另一方面，其更能号召员工群体参与到数

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并通过调动各方资源来推动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实际落地。 本文预期，信息技术

背景高管拥有的权力越大，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强。 为了验证这一推论，本文首先计算信息

技术背景高管每年的权力大小。 借鉴张栋等（２０２１） ［４０］，本文采用信息技术背景高管当年在高管团

队中的排名作为权力的度量依据。 具体计算如模型（３）和模型（４）所示，Ｐｏｗｅｒ 为每位高管的权力

得分，Ｒａｎｋ 为每位高管当年在团队中的排名，Ｍｎｇｓｉｚｅ 为高管团队总人数。 若公司当年存在不止一

名 ＩＴ 背景高管，则对所有 ＩＴ 背景高管的权力得分进行加总，并除以所有高管的得分总和，得到 ＩＴ
背景高管权力的度量指标 ＩＴ＿Ｐｏｗｅｒ。 该指标越大，表明信息技术背景高管拥有的权力越大。 其次，
按照权力指标 ＩＴ＿Ｐｏｗｅｒ 的年度行业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两组，高于中位数的为权力较高组，低于

中位数的为权力较低组，将两组样本分别按照模型（１）进行回归①。
Ｐｏｗｅｒ ＝ １ － （Ｒａｎｋ － １） （Ｍｎｇｓｉｚｅ － １） （３）

ＩＴ＿Ｐｏｗｅｒ ＝ ∑ＰｏｗｅｒＩＴ高管 ∑Ｐｏｗｅｒ所有高管
（４）

　 　 回归结果如表 ９ 第（１）和（２）列所示。 可以看出，高管信息技术背景变量（ ＩＴ）在两组的估计系

数均在 ５％水平上显著为正。 但 ＩＴ＿Ｐｏｗｅｒ 较高的组中高管的信息技术背景变量（ ＩＴ）系数大于 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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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 ＩＴ＿Ｐｏｗｅｒ 变量仅能在具备信息技术高管的公司样本中进行计算，故本文在后续回归中（表１０ 列１、列
２）剔除了未拥有信息技术背景高管的公司，样本量出现了一定的减少。



Ｐｏｗｅｒ 较低的组，且二者在 ５％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这一结果表明，当信息技术背景高管在公司

拥有的权力较大时，对公司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强。
表 ９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高管权力大 高管权力小 平均任期长 平均任期短 行业竞争弱 行业竞争强 市场化程度高市场化程度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Ｔ
１ ３４２∗∗∗

（５ ５６）
０ ７１３∗∗

（１ ９６）
１ ４６４∗∗∗

（６ １６）
１ ０４１∗∗∗

（４ ２５）
１ １３２∗∗∗

（３ ６５）
１ ３８０∗∗∗

（９ ５７）
１ ２２４∗∗∗

（８ １１）
３ ０４９∗∗∗

（７ ４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 ／ 年度 ／
城市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７９０ ２５５２ ２９６０ ２４０４ ３９３４ ２３３１３ １５７８７ １８５１

调整 Ｒ２ ０ ６２８ ０ ５８２ ０ ６３１ ０ ５７４ ０ ５６２ ０ ５３９ ０ ５３０ ０ ５６４

组间系数

差异检验
Ｄｉｆｆ ＝ ０ ６２９∗∗ Ｄｉｆｆ ＝ ０ ４２１∗∗ Ｄｉｆｆ ＝ ０ ２５８∗∗∗ Ｄｉｆｆ ＝ １ ８２５∗∗∗

　 　 （２）高管任期。 其次，本文考察了信息技术背景高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是否会随着任

职期限的长短而有所不同。 当信息技术背景高管在公司的任期较长时，对企业的运营状况和业务

模式更为了解，这使其能够制定出可行性更高、针对性更强的转型战略，实现数字技术与业务运营

更加紧密的契合。 此外，任期较长的信息技术背景高管更能准确把握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的痛点、难
点，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保障转型战略顺畅执行。 因此，本文预期任职期限更长的高管对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影响更为显著。 本文首先计算公司当年所有信息技术背景高管的平均任职期限（ ＩＴ＿
Ｔｅｎｕｒｅ）。 该指标越大，表明信息技术背景高管在公司的任职时间越长，对公司的业务运营有更深

入的了解。 其次，按照 ＩＴ 背景高管任职期限的年度行业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两组，高于中位数的

为平均任期较长组，低于中位数的为平均任期较短组，将两组样本按照模型（１）进行回归①。 回归

结果如表 ９ 第（３）和（４）列所示。 可以看出，高管信息技术背景变量（ ＩＴ）在两组的估计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平均任期长的组别高管的信息技术背景变量（ ＩＴ）系数大于平均任期短的

组别，且二者差异在 ５％水平上显著，表明当信息技术背景高管在公司的任职期限较长时，对公司

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强。
（３）行业竞争度。 在外部环境因素中，本文首先考察了行业竞争度是否会影响信息技术背景

高管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 数字时代的到来使得数据要素对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性日益

凸显。 当外部行业竞争较为激烈时，企业面临着利润压缩和资源挤占压力（宋玉臣等，２０２１） ［４１］。
为了提升市场地位与自身竞争力，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以挖掘数据价值、创新业务模式、谋求自身

发展的需要更加迫切。 因此，处于行业竞争较为激烈的企业更可能发挥信息技术背景高管的优势，
实施数字化转型以实现降本增效。 为检验行业竞争水平的调节作用，本文借鉴袁蓉丽等

（２０２１） ［２６］、伊志宏等（２０１０） ［４２］，采用赫芬达尔指数（ＨＨＩ）来度量企业所属行业的竞争程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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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与前文类似，由于 ＩＴ＿Ｔｅｎｕｒｅ 变量仅能在具备信息技术高管的公司样本中进行计算，故本文在后续回归中（表 １０ 列 ３、列
４）同样剔除了未拥有信息技术背景高管的公司，样本量出现了一定的减少。



方式为行业内各公司的营业收入占行业总营业收入比值的平方和。 该指标取值越小，企业面临的

行业竞争越激烈。 以赫芬达尔指数的年度中位数作为分组标准，若上市公司当年所属行业的赫芬

达尔指数高于所有行业的中位数，则视为行业竞争程度较低组；若上市公司当年所属行业的赫芬达

尔指数低于所有行业的中位数，则视为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组，将两组样本分别按照模型（１）进行回

归。 回归结果如表 ９ 第（５）和（６）列所示。 可以看出，两组中高管的信息技术背景变量（ ＩＴ）的回归

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但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组的回归系数为 １ ３８０，大于行业竞争程度较

低组（１ １３２），且组间系数差异在 １％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当行业竞争较为激烈时，信息技术背景

的高管更能发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
（４）市场化程度。 本文考察了信息技术背景高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是否会因所在

地区市场化程度的高低而有所不同。 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市场发挥着对各类资源的优化配置

作用，要素市场充分涌流（戴魁早和刘友金，２０２０） ［４３］，企业推行数字化转型能够获得充足的资本和

劳动力支持（毛其淋和许家云，２０１５） ［４４］。 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可能

会遭遇诸多困难，如融资渠道不畅通、专业人才缺乏、转型能力与意识欠缺等，此时具备信息技术背

景高管的公司更可能克服困难、坚定推行数字发展战略，高管自身具备的专业优势也更为凸显。 为

检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本文根据王小鲁等（２０２１） ［４５］计算的各省份历年的市场化指数进

行分组，若上市公司所在地区当年市场化指数位于所有地区的上四分位数，则视为市场化程度较高

组；若位于所有地区的下四分位数，则视为市场化程度较低组。 将两组样本分别按照模型（１）进行

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９ 第（７）和（８）列所示。 可以看出，两组中高管的信息技术背景变量（ ＩＴ）的回

归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市场化程度较低组的回归系数远大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组，且
组间系数差异在 １％水平上显著。 这说明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信息技术背景的高管更能发挥

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表明高管的技术背景和专业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制度环境

的不足。
３．进一步检验

已有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专业化分工（袁淳等，２０２１） ［３４］ ，还
有助于创新商业模式、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赵宸宇等，
２０２１） ［３５］ 。 因此，本文进一步探究了信息技术背景的高管能否通过推动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参考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和 Ｐｅｔｒｉｎ（２００３） ［４６］ 的方法，本文计算了企业未来一年、两
年、三年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当年高管的信息技术背景变量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进行

回归。
表 １０ 列示了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第（１）、（４）、（７）列结果显示，信息技术背景高管对未来一

年、未来两年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未来三年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较为

显著的促进作用，表现为变量 ＩＴ 的回归系数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为正。 第（２）、（５）、（８）列与前文

基准回归结果一致，信息技术背景高管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同时加入自变量（高管信息

技术背景）与中介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回归，结果如第（９）列所示。 可

以看出，Ｄｉｇｉｔａｌ 的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而 ＩＴ 的系数不再显著。 同时，Ｓｏｂｅｌ 检验显示中介效

应在 １％水平上显著①。 以上结果表明，信息技术背景高管主要通过推动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只是该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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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第（１）列、第（４）列回归结果中，自变量 ＩＴ 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不满足逐步回归法的要求，因此并未

进行 Ｓｏｂｅｌ 检验。



表 １０ 经济后果分析：全要素生产率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ＴＦＰｔ ＋ 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ｔ ＋ １ ＴＦＰｔ ＋ １ ＴＦＰｔ ＋ ２ Ｄｉｇｉｔａｌｔ ＋ ２ ＴＦＰｔ ＋ ２ ＴＦＰｔ ＋ ３ Ｄｉｇｉｔａｌｔ ＋ ３ ＴＦＰｔ ＋ ３

ＩＴ
０ ０７７
（１ １３）

１ ４７３∗∗∗

（１０ ９３）
－ ０ ００１

（ － ０ ０１）
０ １２１
（１ ５９）

１ ５５４∗∗∗

（１０ ７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

０ １５４∗

（１ ７６）
１ ６１６∗∗∗

（１０ ３２）
－ ０ ００７

（ － ０ ０８）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０５２∗∗∗

（７ ４４）
０ ０７７∗∗∗

（９ ４３）
０ １００∗∗∗

（１０ ３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 ／ 年度 ／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７３１２ ２７３１２ ２７３１２ ２３８４８ ２３８４８ ２３８４８ ２０５７６ ２０５７６ ２０５７６

调整 Ｒ２ ０ ７４０ ０ ５２８ ０ ７４２ ０ ６８２ ０ ５１６ ０ ６８７ ０ ６３３ ０ ５０４ ０ ６４２

Ｓｏｂｅｌ 检验 － － Ｚ ＝ １６ ５５∗∗∗

六、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手工识别公司高管的信息技术背景特征，从人力资本的视角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影响因素。 研究结论如下：（１）信息技术背景高管能够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且无论高管具备

相关任职经历还是教育背景，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２）信息技术背景高管通过缓解管理层短视

以及促进数字化创新，进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３）当信息技术背景高管任职期限较长、拥有的

权力较大、公司所在行业竞争较为激烈、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时，高管的信息技术背景对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如下启示：
第一，进一步加大数字化人才培养力度，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充足的人才供给。 本文研究表

明专业背景人才在产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当前企业却普遍面临数字化

人才短缺的困难。 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应当通力合作、相互支持，共同探索数字化人才培养

的多样渠道，以实现人才供给与需求的充分匹配。 首先，政府可以扩大数字技能培训范围，增设复

合背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培训服务，以填补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的空缺。 其次，企业与高校可

以尝试实践资源与教育资源的深度融合，创新数字化人才联合培养机制。 企业可以借助高校的课

程资源、教师资源自主开展人才培育。 同时，高校也应加强与企业的联动，定期开展企业调研、实习

实践等交流活动，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队伍。
第二，企业应当完善人才选拔与激励机制，充分发挥数字化人才的价值。 本文发现信息技术

背景人才在高管团队的任职能够有效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体现出企业积累核心人力资本的

必要性。 企业应当重视发掘并培养具备信息技术专业技能和领导潜力的管理人才，将关键人才

用在关键岗位，通过薪酬奖励和晋升机制吸引人才持续深耕；同时做好信息技术人才储备和梯队

建设工作，努力打造“人才雁阵” （李兰等，２０２２） ［６］ 。 本文还发现高管权力能够正向调节信息技

术人才发挥的积极作用，这说明企业需要通过合理的权力配置保障信息技术背景高管拥有施展

才能的空间，充分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从而激发关键人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引领

作用。
第三，制度环境落后的地区及区域内企业更应借助信息技术专业人才的力量来推动数字化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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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本文发现信息技术背景人才对制度环境落后地区的企业具有更好的转型促进效果。 如果短期

内区域市场化进程缓慢，政府可以出台有针对性的人才引进政策，通过发放各项补贴、设置奖励计

划、健全人才保障机制，广泛吸纳数字技术领域的人才，以弥补制度环境的不足，为企业数字化转型

提供人力支持。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本文仅采用年度报告中披露的特征词词频来刻画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水平，可能与企业实际转型情况存在差异。 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采用定性与定

量相结合的方式，从多个维度入手，如数字平台的搭建、数据资产的使用、技术业务的融合等方面对

企业综合进行评价，构建一个更加真实、准确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指标。 第二，限于数据可得性，
本文在探究信息技术背景人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时仅关注了创新这一机制。 未来研究

可以借助更细致、丰富的公司数据，结合案例研究方法，探究信息技术背景高管在促进数字化转型

方面发挥的协同作用。 第三，本文仅关注了信息技术背景高管的积极作用，但实践中人才短缺是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普遍困难。 在信息技术背景高管缺位的情况下，是否有其他替代路径，如第三方咨

询公司、技术公司加入来引导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不同转型路径的效果如何？ 不同生命周期、不
同行业特质的企业应当如何选择？ 这些议题，都值得未来研究更深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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